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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文明，在科技持續進步、國際經貿體系為骨幹的全球化運動、社會多元化，以及大眾思維與行動後現代化的主導下，給當前道德教育帶來嚴重的挑戰。科技以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為目的，以「功效」為成敗標準，導致歷史人文思維凋零，自然生態環境受到剝削與破壞。其次以傳播消費文化為主軸的全球化運動，造成各民族固有文化的式微，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氾濫，衍生出各種個人和群體的心理病態。其三，現代社會強調多元、容忍，造成價值中立和道德混淆；而「解構的後現代」思潮正是否定一切觀念、理想、價值、意義的虛無主義。受到世界文明的負面影響，中國道德教育究竟如何突破困境？本文試圖從全球倫理的觀點，思考可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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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in the 21th century under the sway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movement of globalization backing by the capitalistic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postmodern vogue among the general populace, leads to the human predicament threatening the practice of moral education in China. First of al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ch define the modern world have set their goals to control, to conquer and eventually to exploit nature. Pursuing after power and efficiency the discour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arcely leaves any room for humanistic or ethical considerations. Secondly, the movement of globalization taking on the form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and multi-national business has been trading a superficial and popular consumers’ culture. Along with it, individualism, fetishism, hedonism, and consumerism prevail which contribute greatly to the collapse of ethical tradi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Thirdly, social pluralism and de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 that promote moral relativism and skepticism by an overall negation of value of all kinds veneer nihilism. Under those negative impacts of modern civilization on China, how can moral education in China find its own way out? The present paper is an attempt to address the issue from the standpoints of global ethics and responsibility that might help moral educators to develop new teach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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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

---《禮記‧禮運篇》
壹、當代文化與中國道德教育的困境
    中國是擁有五千年歷史、世界上最多人口的文明古國。經近三十年來急速發展，於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且有望於未來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全球局勢中，可謂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基於這個前提，中國道德教育的成敗，不僅直接影響到中華民族的興衰榮辱，且間接決定了世界文明的前景。
    隨著科學持續進步，在全球化 (globalization)
運動、多元社會以及解構後現代主義(de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等趨勢的主導下，中國傳統道德教育的理念與實務，均遭到極大的挑戰。首先科學的目的原在認識自然真理，但是以科學為基礎而發展的科技卻以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為目的。科學真理的規準是「事實」(matters of fact)，科技成敗的標準是「功效」(efficiency)，歷史人文、道德價值全然不在科技的考量之內，導致歷史人文思維的凋零式微，而自然環境與生態也遭到嚴重剝削和破壞。反映在道德教育上，無論是對於傳統人道思想的尊重，還是對自然生態的敬畏，在當代文化的氛圍中，都顯得十分薄弱。
    其次以跨國企業、國際貿易、傳播消費文化為主軸的全球化運動，表面上宣揚的是無國界的現代經濟生活，實質上是西方文明藉著資本主義制度對世界其他文化的深層入侵。稍微誇大地說，經濟的全球化運動是以資本主義的「消費文化殖民」，取代十九世紀西方對非西方世界的「武力殖民」。其結果造成各民族固有文化的式微，轉而認同西方世俗的流行文化。這世俗文化充滿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拜金主義(fetishism)、享樂主義(hedonism)、消費主義(consumerism)的色彩，從而衍生出各種個人與群體的心理病態。誠如古語云，「飽暖思淫欲」，在社會經濟繁榮的情況下，人心逕自趨向暴力與色情。加上資訊革命，使得過去許多實質的勞動工作，都被虛擬的資訊產業所取代。而電腦資訊深入每個人的生活；舉凡學習、工作、溝通、娛樂無不透過虛擬的資訊世界進行，致使芸芸學子幾不知「電腦空間」(cyberspace)之外，另有真實的世界。在真實世界中的人際關係疏離，在虛擬世界的人際關係則混亂不穩定。這些情境，皆令當前道德教育的負擔更為沉重，其收效則甚微。
    三者，現代社會強調多元，唯法是尚，主張價值中立，不免將道德化約到法治的層次，連帶造成價值混淆的後果。而「解構的」後現代思潮，原出於對現代化(modernization/modernity)思潮的反動，
但過分地強調人性之中非理性和潛意識的部份，否定傳統的自然理性，質疑科技的工具理性，終而使它淪為否定一切觀念、理想、價值、意義的虛無主義(nihilism)。在這種風潮的引領下，無論中西，對傳統道德教育造成的衝擊都是最大的。道德教育的本質原在引導學習者正確地認識什麼是善？什麼是價值的標準(the standard of value)？何者是人所當為？在各種情境下，如何做出正確合理的道德判斷？可說道德教育必然預設了「善的價值」。一旦善的價值動搖了、模糊了，道德教育也就岌岌可危。
貳、全球倫理與中華傳統天下思想
    面對上述道德教育的困境，我們可以採取「微觀的」(microscopic)和「巨觀的」(macroscopic)兩種觀點。就微觀角度，道德上的善與惡，從有人類以來，就一直和人性交織者。不可否認的，人性之中本有自私、愚昧、貪婪、殘忍、腐化、嫉妒、仇恨等等趨向邪惡的弱點。
因此無論在哪種環境，邪惡和愚昧的行為，總是不可避免的。如此針對人性的弱點實施道德教育，不期全無，但求減至最少，是所有理性文明最重要的傳統。就巨觀的角度，人類文明史上，從未如當代一般，透過資訊科技、媒體傳播、交通運輸等等工具，以教育、經濟、貿易、金融、政治、軍事、外交、醫療、衛生、宗教、藝術、知識分享等等方式彼此交流，將世界快速地連結在一起，形成一個關係緊密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這極其複雜的全球互動，使「地球村」上的所有個體與群體，均涉及前所未有的倫理與道德問題，包括全球貧富差距(global apartheid)、金融風暴、氣候異常(climate change)、環境污染、食品風險、全球疾病、生態破壞、資源壟斷、人力剝削、軍事衝突、恐怖主義、國際犯罪、超強霸道(hegemony)、宗教迫害、區域戰爭、難民問題、太空競賽、核武禁限(nuclear disarmament)、資訊濫用等等。近年來西方有識之士有鑒於問題日趨嚴峻，因而提出「全球倫理」(Global Ethics)的概念。
以今日中國所處的世界形勢，微觀的道德教育實務，必須作為巨觀道德教育策略的支柱基石；但巨觀的道德教育策略，也必須作為微觀的道德教育實務的指導原理。如此相互為用，道德教育才有突破當前困境的可能性。這裡討論的「全球倫理」，可說是一巨觀的策略。
在西方「全球倫理」的概念，最早由瑞士羅馬天主教的神學家、德國明斯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ünster, 1959–60)、圖賓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Tübingen, 1960–96)漢斯孔格教授(Professor Hans Küng)1990年於〈全球責任感〉(“Global Responsibility: In Search of a New World Ethics,” 1991)一文中所提出。
他主張如果世界宗教能反省其中的共同倫理元素：對於重要價值、不變的標準和人格態度的基本共識，將可為人類和平作出貢獻。據此，他提出「全球倫理」的基本信念包括：一、民族之間的和平，必須建立在宗教之間的和平上；二、宗教之間的和平，必須建立在宗教之間的對話上；三、宗教之間的對話，必須建立在宗教基礎的研究上。基於孔格在宗教之間基礎的研究，1993年由芝加哥世界宗教會議(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 in Chicago)通過了〈朝向全球倫理宣言〉(“Declaration towards a Global Ethic”)，提出四項承諾。世界宗教將致力於追求：一是非暴力和尊重生命的文化---和平與自然；二是團結和具有經濟正義秩序的文化---愛與正義；三是寬容的文化和追求生命的真實性---寬容與求真；以及四是人人權利平等和男女合作的文化---平等與平權。

歷經二千餘年來宗教衝突的慘痛經驗，西方宗教和倫理學家終於在二十餘年前確定了愛、和平、正義、寬容、平等是普世價值。可說在追求世界宗教和平的脈絡下，才產生了「全球倫理」的概念。但在中國，相同的理念可謂古已有之。古詩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左傳‧昭公七年》）當然這裏的「天下」無寧有王權至上的意味，加上當時的環境，並未涉及中國以外的世界，和「全球」的概念不可謂相當。不過孔子於《禮記‧禮運篇》曾說：「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意謂聖人所以能將普天之下視為一個家庭，將中國視為這大家庭的一份子，並非出於無端想像，或者一廂情願，乃是出於聖人的同情理解。對於他人或者另一國家，知道其所處之情況、所面臨的問題，且能洞悉其所作所為之利弊得失，而思有以救助之，使其成為國際社會中一健全之份子。這可說是世界上最早具備「全球意識」的宣言。

當代中國哲學家程石泉據以論陳，國際社會健全發展的必要條件為：一至少具備最低生活水準，衣食不虞匱乏；二居處衛生，醫藥保健，公共交通工具，必須充足供應；三人人接受義務教育。教育之內容除聽說讀寫算外，應提高其道德情操及推理論事之能力；四經由教育及社會組織，鼓勵人愛家、愛鄉、愛國、愛人類、愛護環境，明其為人之責任之所在，防止其作奸犯科，愚昧迷信，破壞環境。
由是可見，孔子的「天下」不僅可以和西方的「全球」概念相當，其中強調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相處之道，重在真情實意、互信互助，則猶有過之。
事實上，孔子最著名的「天下」概念，還是見於《禮運‧大同篇》「世界大同」的理想。孔子有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大同之世描繪一至公無私、尚賢、仁愛、正義、福利、互助、和諧的社會，較之孔格倡議的〈朝向全球倫理宣言〉，不遑多讓。
除了孔子的天下概念，中國古代對於國際之間相處的原則，還有「王道」的理念。這可見於《尚書‧洪範》第五「建用皇極」：箕子的「洪範九疇」即在推行王道政治。其中言：「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所謂「王道蕩蕩」，即指政府對內對外要能寬宏大量，包容異己。「王道平平」，即指推行王道的國家必須看待人人一律平等，不許有特權階級的存在。「王道正直」，指公正不枉，合乎公共福祉的裁判與措施，即社會正義。其餘如《尚書‧堯典》言堯「協和萬邦」，〈舜典〉言「遠柔能邇，蠻夷率服」，〈大禹謨〉言「誕敷文德，舞干羽予兩階，七旬有苗格」，周穆王時祭公謀父則倡「耀德不觀兵」（《國語‧周語》），孔子言：「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孟子言「仁者無敵」，又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公孫丑上》）上述皆在強調以和平仁德感召他國，避免凡事訴諸武力，才能使人心悅誠服。由此可見，早在兩千餘年之前，中國人便已建立非暴力、仁愛、寬容、公平、正義的國際倫理。
参、落實「全球倫理」的可能性---葛里芬的建議：
    「全球倫理」如果只是作為應用倫理學研究的領域，或者一套道德勸說的口號，那又如何落實？美國歷程哲學家和神學家，也是《建構的後現代主義奠基者》(Founders of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Philosophy)一書
編著者大衛葛里芬(David Griffin)在2007年發表的〈創化、神與全球倫理〉(“Creativity, God and Global Ethics”)一文，
提出要想解決全球問題，必須建立具全球性公權力的全球政府(Global Government)的主張。葛里芬指出目前全球政治結構裡，沒有任何強權可以得到授權處理整個地球的問題，致使全球問題無法得到解決。例如：有關生態危機的警告已有四十多年的歷史了，但這期間事態只有惡化，並未獲得改善。尤其是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的問題，氣候變化國際顧問小組(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在1988年成立，但截至目前為止，各國政府幾乎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因應這嚴重的警告。
在過去三百年，國際間曾一再組織消弭戰爭的機構，化解國與國之間的紛爭。然而全球軍事化的趨勢，卻是前所未有地嚴重。霸權主義、全球貧富差距、恐怖主義和核子威脅等問題日益嚴重，也沒有獲得真正的改善。如同一個國家的問題如果沒有中央政府便無法解決，全球的問題如果沒有一個全球政府也無法解決。葛里芬因而主張成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全球政府，接受嚴格的管控，以避免金錢腐化民主，且有強力法律保護的獨立媒體，獨立於任何組織和政府。其基本功能在強化全球人權，以保障在地球上的每個人都能享有基本人權，如得到食物和飲水的權利，以及不受虐待的權利。

葛里芬所提出有公權力的全球政府，其基本構想仍是西方三權分立的民主體制。且不論此一體制是否有其絕對普適性，即便這樣的體制要比其他形式的全球政府，能更有效的解決全球問題，在實務上也有其不可能性---全球政府的公權力難以取得自全球公民、全球政府的設置難以超越特定強權的控制、嚴格的全球三權制度難有效能、若配套兩黨政治的措施將治絲愈棼、全球政府的干預難與各國政府的主權相容等等。原則上，成立全球政府的主張，乃是相信強大政治力是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然西方已成立過國際聯盟和聯合國等組織，迄今皆未見成效，如何疊床架屋，成立全球政府，便可奏效？由此可見僅靠政治力，實不足以解決全球問題。
肆、葛里芬「全球倫理」可能性的哲學分析
葛里芬成立全球政府之議雖未必可取，但他對於「全球倫理」可能性的哲學分析，仍值得參酌。他認為建立全球政府必須以「全球倫理」作為後盾，如果「全球倫理」是不可能的，那麼全球政府就更不可能。「全球倫理」作為應用倫理學的一支，究竟有何哲學可以作為它的支撐？根據葛里芬的分析，傳統西方道德實在論(moral realism)主張道德價值規範存在於事物的性質之中，即所謂本有價值(intrinsic value)。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 428-348 B.C.)便持該主張，肯定理想形式(eidos, idea/form)---理型(價值標準)的存在。不過如果真有超越現行世界的「理型」存在，那它存在於何處？又如何作用於現行世界？柏拉圖主張理型自存於理型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則主張抽象的「理型」僅能存在於具體的、現實的事物之中，不能脫離現行世界。中世紀基督教的柏拉圖主義者(Medieval Christian Platonists)則主張「理型」存在於「神的心中」；「理型」本身不能直接作用於現行世界，但在神的心中，便能透過神產生作用。中世紀思想家以此解釋數學原理何以能普遍應用於自然世界，而道德規範當如同數學一般，在人心上產生烙記。
然而「道德實在論」為了追求價值標準的客觀存在，將價值實體化或轉存於神的心中，此說與人的自然經驗不符，是以無法做為「全球倫理」的支撐。

其次，葛里芬接著評論，現代科學觀以自然由物質(matter)構成，是一唯物論(materialism)；其運動變化受到機械物理法則的支配，是一機械決定論(mechanical determinism)。根據這兩種理論，自然本身只是個事實，沒有目的、意義和價值。這以「物質—能量」做為宇宙終極真際的世界觀，也是一種虛無主義。它否認道德規範是宇宙構成的一部份，同時也斬斷了傳統文化道德生活「應然」(what ought to be)和「實然」(what is)之間的強大聯繫。基於對「神聖真際」(divine reality)的信念，傳統人們肯定「實然」之中自有「應然」（如古人相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舉頭三尺有神明」等等）。但自從蘇格蘭懷疑論者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基於科學世界觀，否認「應然」可由「實然」導出時，倫理學便和「神聖真際」的信念脫勾，再也不能為道德生活提供動機和理由。
如此，科學自然主義和唯物論也無法作為「全球倫理」的哲學支撐。
    同理，葛里芬指出，由此延伸，劍橋大學道德哲學教授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事實上是一位分析哲學家---在其《倫理學與哲學的限制》(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一書中說道德「[不]能被哲學證實」(morality “can[not] be justified by philosophy”)。他認為只要有無道德主義者(the amoralist)、相對論者(the relativist)提出「有什麼理由我們應當有道德？」這樣的問題時，即使我們提得出哲學的證明，也無法說服他們。
這類思潮不僅排斥有神論，且排斥目的論，因而得出「道德規範不是構成宇宙的一部份」的結論。他們認為不能說從宇宙的觀點看來，有道德是重要的。因為「對宇宙而言，…什麼都不重要」。如此[分析]哲學家也無法主張人們應當有道德，不要自私自利。
葛里芬同樣看出，除了科學唯物論，主張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的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 1929-)同樣無法接受有神論或者「神聖真際」的信念。哈伯瑪斯認為現代化導致「世界除魅化」(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我們所需要的是「後形而上的」(post-metaphysical)道德---一種「脫離宗教和形而上脈絡的道德」。不過這樣的哲學可以解釋怎樣是有道德的，卻不能提供「為什麼我們應當有道德、這有關動機問題的答案」。「如果沒有上帝，我們不能保住無條件的意義(unconditional meaning)」，「所以哲學不能說在我們的道德生活中，有著無可比擬的重要性」。
哈伯瑪斯因而主張，基於人類的文明已從傳統轉換到現代，原來作為道德樞紐理性自律的個人，實際上與社會政治結構有著更密切地交互作用。因此道德，與其說立基於具有反省力的理性主體，無寧說是具有批判力的「對話個體」(dialogical individual)，透過溝通言說的公共論理(public discourse)所成就的實踐行動。

如此無論是科學的自然主義，還是社會的批判理論，皆無法作為「全球倫理」的基礎。葛里芬於是建議以懷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的歷程哲學(process philosophy)或機體哲學(the philosophy of organism)，作為「全球倫理」的哲學依據。歷程哲學不同於傳統有神論，它否定有「從無中生有」、創造宇宙的超越上帝。
「上帝」和「世界」同生共死，並沒有「一個超卓實在、全能地支配一個全然衍生而出的世界」。因此上帝不能片面地決定世界上的事；構成世界有限實在(the finite actualities)的，事實上是一「創化」(creativity)的具體化，而非超自然神行的奇蹟。在將「創化」界定為終極的理念時，懷德海說：「在所有的哲學理論裡，有一終極(the ultimate)因其偶性(accident)而實現。在機體哲學裡，這終極被名為『創化』。」
 於是「創化」作為具體化於所有實現事物的終極真際，從神到人的剎那經驗，到最基本的次原子事件，一切都是主動的，均同具「創化」的特徵。同時，這裏也有目的論，懷德海說：「我們有理想的經驗；對於理想(ideals)的感受，以理想為目的，達成理想，以及理想的毀損(ideals defaced)等等經驗」，並說：「這便是宇宙神祇的經驗(the experience of the deity of the universe)」。
如此他一面放棄了超自然的有神論，肯定宇宙創化生生，一面將人的理想經驗視為神聖經驗，可說與中國人本主義和自然之道的宇宙觀頗為相契。因此我們可以同意葛里芬的看法：懷德海的學說既不違背人的自然經驗，也維護了目的論和「神聖真際」的信念，足以作為「全球倫理」的哲學基礎。我們也可以將這建立在機體哲學的倫理學，稱之為「機體倫理學」(Organic Ethics)。
伍、落實「全球倫理」的道德教育  

    由上可知，當代西方人已確切感受到落實「全球倫理」的迫切性。不過究竟如何落實？又有何種哲學可予支撐？都成了重大的問題。在缺乏中國人本主義和有機宇宙觀的情況下，他們很難提出不受到宗教影響的哲學支撐。雖然懷德海已提出了最接近中國思想的機體哲學，但其中仍然不免宗教神學的成分。如果西方人能更清楚的認識中國哲學的傳統，當可輕易地發現中國人本主義和宇宙觀（如《易‧系辭傳》所說的「三才之道」），最宜作為「全球倫理」的哲學支撐。
   「全球倫理」作為巨觀的道德教育策略，可指導微觀的道德教育實務，而微觀的實務，也一定是落實巨觀策略的方法。這在中國古代最明顯可見於《禮記‧大學篇》所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親民」、「止於至善」、「平天下」皆是巨觀的教育策略，而「明德」、「格致誠正修齊治」可說便是這巨觀策略下的微觀實務。文中首先肯定道德的起點，正落實在具有反省力、有品德、理性自律的主體上。
這主體不只顧到自己，且擴而充之，顧及社會人群。而這一切，都建立在至善的價值基礎上。如此由個體而家庭，由家庭而社會，由社會而國家，由國家而達到平天下的最終鵠的。
   《大學》所言，由己及人，由近及遠。在個人重視修身之道，在天下採取絜矩之道，可謂是以微觀實務落實巨觀策略、亙古不變的原則。將之置於「全球倫理」的脈絡中，道德教育的實務首重培養個人道德意識與責任感，使其具備仁、誠、信、勇、智、義、廉、儉、勤、樸、理性、正直、善良等人格品質。其次，重視「家庭倫理」，基於夫妻父母子女之間的親情倫常，培養具備慈孝、友愛、忠貞、節儉、互敬、互助、具責任感等品德的家庭一份子，以期享有家庭幸福。其三，重視學校、職業、社會倫理，養成具備友善、正義、公平、正直、尊重、寬容、合作、誠信、負責任、守紀律等品德的社會善良份子，以積極參與建構和諧的社會。其四，重視國家倫理，以自由、平等、法治、民主、人權、福利為基礎，養成忠勇愛國、守法重紀、愛物惜物的善良國民，以期國家富強康樂。如此基於個人品德、家庭倫理、社會倫理、國家倫理，方可論及「全球倫理」。
    這由近及遠，推己及人的原則，卻是西方討論「全球倫理」學者感到陌生的。他們或許認為「修齊治平」未必能導出「平天下」的結果來。複雜的「全球倫理」問題，也無法逐層化約到「明明德」的基礎上。這是因為西方學者雖然明確知道，全球問題淵源於全世界的個體與群體彼此相互關聯、相互依賴和相互作用的事實，卻仍然缺乏配合這項事實、有機整體的思維模式。因此他們傾向於認為「全球倫理」是一種專屬的應用倫理學，有其專屬議題，因而和倫理的其他領域有所區隔。然而審諸西方社會其基本道德觀念薄弱（好侵略、好掠奪）、家庭倫理崩潰（離婚率偏高、多重性別與性氾濫）、學校槍擊與社會暴力層出不窮，以及核心價值混亂，從而引發許多全球問題。這正是因為他們考慮的倫理問題是孤立的，缺乏個人品德、家庭、社會、國際應有關聯的整體考量，也缺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絜矩之道。
    落實「全球倫理」的道德教育，首重培養全球意識與全球責任感，除了前述所有品德價值外，忠恕、中和、和平（非暴力）、人道與博愛（泛愛，含愛人、愛自然、愛環境）是身為一個地球村村民所必備的人格素質。能尊重真、善、美、聖、生命、自然等本有價值，維護對於有機整體、創化之道和神聖真際的信念，抱持積極正面的態度，善意地處理全球關係與問題，世界各民族國家始有共進大同的可能。「全球倫理」規範了世界成員應遵守的道德原則，落實「全球倫理」，負起「全球責任」是「地球村」每一份子應盡的義務。如前所述，中華文化傳統既有「天下」、「王道」、「大同之世」的理念，其中充滿了「全球倫理」的元素，若能擴而充之，必可為世界文明做出重大貢獻。此外，「全球倫理」是因橫向的「全球關係」所需而發展出來的概念。目前西方學者還提出一縱向的「世代倫理」(Generation Ethics)概念，也值得重視。此一概念符合中華傳統「先人庇蔭」的思想，期待人們節制欲望，保護地球，節能減碳，勤儉儲蓄，為子孫後代著想。基於兩者架構，發展二十一世紀的道德教育，是中國人應盡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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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意指某地、某社會的思想、信仰、藝能、生活方式、社會風習、經濟政治制度等等，超越國界地傳播到其他各地。歷史上主要的全球化運動可說有四：一是在古代，中國四大發明羅盤、火藥、造紙、印刷術曾遍及世界；另佛教、基督教、回教等信仰的傳播，也是一種「全球化」。二是十七世紀歐洲科學興起以來，帶動非西方國家在知識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生產和宗教信仰上競行追求全盤西化的運動，也就是韋伯(Max Weber)所說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以工業化、科技化、資本主義化和民主化為主要特色。三是二十世紀反資本主義、馬克思(Karl Marx)的共產主義世界革命，造成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國家的共產化。四是在現代科技（尤其是通訊、交通、資訊、傳播方面的科技）和跨國企業經營的影響下，全球各地幾乎形成了一個高度同質性生活文化的「全球社會」(global society)---地球村。這一波的「全球化」成為現代生活的普及法則(universal logic)，可以將之視為與歷史傳統切割、使日常生活意義空洞化的後現代文明。


� 有關「現代化」和「現代性」(modernity)的概念，可參見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著作。韋伯原本從事經濟歷史的研究，卻因對西方「現代化」經濟、社會與宗教分析，成為當代極具影響力的社會學家。他認為建立在科學與技術基礎之上的現代西方工業化資本主義 (industrial capitalism)，是人類文明全面「理性化」的過程。現代文明的全面理性化可見於理性的、系統化的專門知識、由受過訓練的專家擔任官僚體制的職務、由法理程序成立的政府組織根據理性立法施政、理性化的經濟活動，包括對票券市場的理性評估、自由勞力的理性組織、由市場力量決定獲利機會、中產階級興起、理性化的經濟行政與立法、乃至於社會福利的法理制度等等。韋伯所描述的「理性」，將「理性」視為算計的工具，故可稱之為「工具理性」(Zweckrationalitat)。Max Weber, “The Origin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Europe, ” in W. G. Runciman ed., Weber Selection in 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Eric Matthew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331-340;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8), pp. 23-26.


� 在中國，荀子有「人性本惡，其善者偽也」的說法，見《荀子‧性惡篇》。在西方，自從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提出演化論(Evolution Theory)之後，人類便被視為由基因創造出來的動物機器(animal machine)。這基因的本質便是自私；成功的基因必須有無情的自私，在演化上才能勝出。參見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Kimberly Hutchings, Global Ethic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0), p.1. 「全球倫理」一般是指因全球相關互賴而導致世界性問題的理論研究，如同「醫療倫理」(Medical Ethics)、「專業倫理」(Professional Ethics)、「環境倫理」(Environmental Ethics)，是應用倫理學(Applied Ethics)的一支。但在本文，「全球倫理」不僅是理論研究的領域，且是規範全球個體與社群、追求共同之善(the common good)的原理法則。


� Kimberly Hutchings, Global Ethics An Introduction, p. 11.


� 參見� HYPERLINK "http://www.religioustolerance.org/parliame.htm。該宣言已經過全球143" �http://www.religioustolerance.org/parliame.htm。該宣言已經過全球143�位宗教領袖(含道教)共同簽字同意。


� 大約與孔子同時，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 428-348 B.C.)曾提出「理想國」(The Republic)的藍圖。柏拉圖心目中的「理想國」，是以雅典城邦的社會階級(領導階級、軍人階級和百工階級)為範型，所規劃出不同階級各安其份、各守其職、正義和諧的社會。其規模要較孔子的天下觀為小。古希臘人要到了斯多噶學派(the Stoics)，才有世界公民(world-citizenship)的主張。


� 程石泉，《教育哲學十論》(台北：文景書局，1994)，頁20。


� David Ray Griffin ＆ John B. Cobb, jr. ＆ Marcus P. Ford ＆ Pete A. Y. Gunter ＆ Peter Ochs, Founders of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Philosophy Peirce, James, Bergson, Whitehead, and Hartshorn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 David Ray Griffin著，俞懿嫻譯，〈創化、神與全球倫理〉(“Creativity, the Divine and a Global Ethics”)，《哲學與文化》「創化與歷程專題」，397期，2007年6月，頁27-42。


� 在此文發表後，全球195個國家曾於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14日，在法國舉行巴黎全球氣候高峰會(The 21st session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limate Change Summit in Paris)，並且簽訂不含中止使用石化燃料的減碳排放協議書。


� David Ray Griffin著，俞懿嫻譯。〈創化、神與全球倫理〉(“Creativity, the Divine and a Global Ethics”)，《哲學與文化》「創化與歷程專題」，397期，頁27-28。


� 另根據布林克(David O. Brink)的定義，道德實在論即在主張有客觀的道德事實和道德宣稱，獨立於有關對錯的個別信念之外。David O. Brink, Moral Realism and the Foundations of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7.


� 同上注，頁31-32。


� 同上注，頁31-32。休謨《人性論》一書提出「實然」和「應然」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Part I. Book III. Of Morals, ed. L. A. Selby-Big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pp. 464-470.


� 同上注，頁32-34。威廉斯站在分析哲學的立場，認為哲學不足以回答道德所要求的何者為善？人當如何為？這樣重大的問題。他的立場可說承續了英國休謨傳統(the Humean tradition)的懷疑論(skepticism)。Bernard Williams,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1-3.


� 同上注，頁34。轉自Jürgen Habermas, Jus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Remarks on Discourse Ethics, trans. Ciaran Cronin (Cambridge: Polity, 1993), p. 39.


� Jürgen Habermas, Jus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Remarks on Discourse Ethics, trans. Ciaran Cronin, pp. 1-16. 哈伯瑪斯在該書也提出「論理倫理學」(Discourse Ethics)的概念。當代西方規範倫理學( Normative Ethics)---與後設倫理學(Meta-Ethics)和德行倫理學(Virtue Ethics)相對，包含「功利論倫理學」(Utilitarian Ethics)、「契約論倫理學」(Contractualist Ethics)，以及「義務論倫理學」(Deontological Ethics)。而哈伯瑪斯提出「論理倫理學」，正是為了批判前三者個人主義和工具理性的預設。各種倫理學(除後設倫理學外，以分析善的概念和倫理語句為主)，皆尋求如何建立道德倫理之善的規準：功利論倫理學以趨樂避苦為原則，將「善」建立在個人或集體的行動是否產生「最大多數人得到最大快樂」和「利益」(utility)的基礎上，故也稱是「後果論」(Consequentialism)；「契約論倫理學」將最重要的社會道德「正義」建立在具有平等權利個體的同意(consensus)---「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上；「義務論倫理學」將道德義務和對錯建立在絕對定言的規約(absolute and categorical prescriptions)上，根據這學說，人是能自為律法的(self-legislating)、自律的(autonomous)道德主體，只要是出於遵守道德律則動機的行動，便是對的。「論理倫理學」則將道德上的「對」建立在溝通行動和理性(communicative action and reason)的基礎上，並主張將一切與世界有關的(經驗的、邏輯的或形而上的)宣稱，建立在溝通的程序---論理上。參見Kimberly Hutchings, Global Ethics An Introduction, pp. 28-47.


� David Ray Griffin著，俞懿嫻譯。〈創化、神與全球倫理〉(“Creativity, the Divine and a Global Ethics”)，《哲學與文化》「創化與歷程專題」，397期，頁36-37。


� A. N.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8), p. 21


� David Ray Griffin著，俞懿嫻譯。〈創化、神與全球倫理〉(“Creativity, the Divine and a Global Ethics”)，《哲學與文化》「創化與歷程專題」，397期，頁39。轉自A. N. Whitehead, Modes of Thought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p. 103.


� 這裡所謂「有反省力、有品德、理性自律的主體」，和當代德行倫理學以及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所主張的觀點最為接近。德行倫理學主張德行(virtue)是具備「實踐智慧」(phronesis)的美善人格，康德則以人是理性自律的道德行動者(moral agent)。所不同者，德行倫理學的「實踐智慧」通常被視是「理智德行」(intellectual virtue)的一支，偏向心靈的認知功能，不如中國有品德的主體，情理兼具。至於康德站在先驗哲學(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的立場，主張任何道德實踐全然出於純粹形式律則的規範，與經驗無涉。這與中國的道德自律的概念，建立在自然經驗---也就是對於自然律則的認識上（如老子所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經》第二十五章），是經驗與理性的綜合，也頗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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